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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如何正式提出的

    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其基本精神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来。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三大优良作风”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l949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到来。
【专题史料】

南皮县五金机电产业从手工小作坊到国家级生产、出口基地的发展历程

赵树森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开拓与发展，五金机电产业已稳居南皮县三大支柱产业（五金机电、纺织服装、玻璃制品）之首，是全县财政的重要支撑。2010年被中国五金机电进出口商会命名为“中国五金机电产品进出口基地”；2011年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命名为“中国五金机电产品生产基地”。现在，南皮五金机电产业已达3987家，从业人员7万人。2012年整个产业营业收入达144亿元，上缴税金3.2亿元，占全县工业企业收入的75％。经过50多年的培植发展，南皮的五金机电产业从家庭小作坊到“中国北方电子五金之乡”；从加工元、零、器件到生产整机及成套设备；从小打小闹、自给自足到出口创汇，不仅在“量”上实现了飞跃，更在“质”上实现了蜕变。

锉刀产业的兴起开启了南皮县五金制品业的序幕

  南皮县是传统的农业县。据民国时期《南皮县志》（1932）记载：“南皮县境平原百里，大利在农。无山林川泽，渔牧两项非所讲求。工商皆墨守旧规，鲜有改进。自民国十年始设实业机关经营业务以资提倡，十余年来以经济关系仅具雏形，迄无大效”。“南皮工业向不发达，商业以泊镇最多。无大工厂以制造出品，皆自外贩运供本地之需求。”民国初期，主要为家庭和坊式手工业。新中国成立初，仍以私营为主，但也仅有纺织、条编、油坊、酿酒、木器、糖坊等家庭手工业。农业合作化后，许多社队兴办副业（当时认为农业是主业，工业为副业），并推行“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方针，实为封闭型经营。

  南皮县乡村办企业始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为满足农业对生产工具和农机具维修的需要，一些社队办起了农机修造厂。1958年，当时的叶三拨乡马四拨村以发展的眼光，从天津市请来一名技术人员作指导，搞起了锉刀生产。没有钢材，他们就用水车链子或铁条进行加工来代替。锉刀厂在1959年投产后，销售良好，产品供不应求，促使规模不断扩大。到1960年锉刀厂就发展到80多人，拥有手工剁锉镦25盘，年产值30多万元，利润1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年，以民用小五金产品为主的金属制品业在南皮县迅速兴起，产品达到千余种。1965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社队企业和生产队的副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全县以锉刀业为主的小五金发展到近百家，从业人员达千人。而且，锉刀生产由加工一两种型号发展到多种型号、多种规格的组锉、寸锉和异型锉，规模扩大了几十倍，成为了南皮县乡镇企业发展的骨干行业。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的口号下，一些企业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砍掉，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被揪斗。然而，由于社队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部分受灾乡村和相对落后的穷队发展农业生产资金不足，企业盈利后即可以打井、办电、 购置农业机械，因此，大多数社队办企业的热情依然十分高涨。加之市场上的商品供给不足，社队企业产品正好弥补空缺，从而又相应推动了社队企业的发展。

作为南皮县的特色产业，锉刀已发展成为集体企业的拳头产品、名优产品。1979年10月，“巨象”牌锉刀成功在国家工商局注册，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南皮县第一家外贸扩权企业。同时，为满足国内外客商的需要，锉刀企业不仅实现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的转变，品种也逐步发展为平头扁锉、尖头扁锉、农镰锉、机用锉、三角锉、窄形锉、方锉、异型木工锉、木工旋转锉等数十个品种。其中，生产的“巨象”、“飞燕”、“钻石”牌锉刀享誉国内外，销往美国、法国、伊朗、菲律宾及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70多万美元，成为南皮的主要出口产品。1995年，全县共有锉刀企业389家，年产锉刀1.5亿支，年产值2.6亿元，年创利税3225万元，从业人员3000多人。1996年以后，因市场因素和经营管理、产品需求、三角债等原因及影响，使境内锉刀企业逐年减少，到2006年，全县尚存锉刀企业10余家，年产锉刀50万支。其时，锉刀行业当年最辉煌的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却开创了南皮县五金机电产业的先河，为后来的大发展、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电子元件的上马奠定了南皮县五金机电产业发展的基础

锉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特别是企业在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使人们开阔了视野，放开了手脚，增强了大办企业的信心和胆略，为全县五金机电产业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皮县电子元件器材制造业始于1965年，多为当时的生产大队企业。1969年，常庄公社创办了“常庄公社无线电器件厂”，为县内第一家社办电子工业企业。同年兴建的还有南皮县无线电元件厂，由县民兵营主办，厂址在吴家坊村南。此后，一大批无线电元、器件厂相继建立，其中，规模和效益比较好的有乌马营元件厂、常庄无线电元件厂、大王庄五金二厂、莲花池无线电零件厂等。至1985年，全县拥有电子元件器材制造企业共160个，主要生产、加工电子通讯器材包括有线和无线通讯器材的零配件和冲压件，家用电器中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的零件，民用五金中的拨号锁、铁丁字、铁三角、扣吊、钢窗附件、弹簧及各种冲压件。其中，DTX二芯插座应用于国内95%的彩电生产厂家，当时河北省第一台“环宇”牌收音机，其主要零配件就是由乌马营无线电二厂生产的；我国最早的人造卫星“东方红3号”上的接插系统，就是由常庄公社元器件厂生产的。之后，“神六”、“神七”运载火箭上都有南皮县生产的五金配件。正因如此，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南皮就被命名为“中国北方电子五金之乡”。至1999年，全县五金机电企业发展到911家，2006年达到1600家，2012年达到2000余家；年产值1985年为1.068亿元，1999年为7.6亿元,2006年为18亿元,2012年为144亿元。

南皮县五金机电产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970年～1985年。1978年前在常庄、城关、双庙、店子、凤翔、莲花池、乌马营等公社零星分布一些从事电子五金加工企业，主要是村办集体企业，生产的多是初级加工的低端产品。1978年以后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私营电子五金业户相继出现。到1985年底，行业内的乡镇集体企业达60余家，个体私营企业100余家。

1986年～199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政策和经济环境越来越有利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南皮县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兴起，在区域分布上也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全县电子五金企业主要集中在南皮、冯家口、乌马营、刘八里等乡镇。原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实施第一、第二轮承包经营责任制到全面推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由集体性质逐步转变为股份制或私营企业。到1999年底，全县从事五金机电制造加工及相关企业达911家，均为股份制或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达1.5万人。

2000年～2006年。南皮县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五金机电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五金机电产业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2003年南皮县委、县政府提出“以行业骨干企业为重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投入为动力，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强化企业管理，做大做强五金机电产业，使之成为全县支柱产业”的工作思路和目标。2003年至2006年产业内技改累计投资达15.8亿元，其中2003年2亿元，2004年3.2亿元，2005年4.6亿元，2006年6亿元，平均每年以33﹪的速度增长。通过技改投入改善技术装备，提高工艺水平，扩张企业规模，使五金机电成为全县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2006年全县五金机电产品已达1万多种，拥有机械制造产品、汽车摩托车产品、仪器仪表零部件、通讯通信零部件、计算机家用电器零部件、民用建筑五金件六大类。年产值达到18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3.72﹪。

工业园区的创建使南皮县五金机电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南皮县历届县委、县政府都高度重视五金机电产业的发展，把对五金机电产业的突破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重大战略，采取多项措施，积极鼓励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全县五金机电产业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自1992年起，南皮县委、县政府开始谋划创建工业小区，到2012年共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园区3个、工业小区2个，占地11270.2亩。其中，位于京沪铁路和104国道南皮段（刘八里乡付庄村）两侧的工业园区始建于1992年，是南皮县创建最早的工业园区。园区占地150亩，至2012年规划用地达1000亩，乡、村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使工业园区基础设施达到了“八通一平”（通水、电、讯、路、有线、宽带、排水、公交车，地平）的标准，为入园项目和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至2012年，入园工商业户155家，其中工业企业101家，来自县外企业86家，初步形成了以铸造、电子五金、酿酒、汽车模具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2006年园区总产值5.7亿元，上缴税金400万元；2009年总产值达10亿元，上缴税金1000万元。

乌马营工业园区始建于2002年5月，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确定以五金机电产业为主导。截止2006年底，已利用面积2400亩，入区企业24家，完成固定资产投入2亿元，共有超亿元项目1个、超千万元项目9个。2005年完成工业产值8.12亿元，上缴利税546万元。

南皮城东工业园区是县城最重要的工业园区，1994年筹建，占地3370.2亩。至2009年底，园区投资总额已达41.62亿元，通柏油路10公里，通水20公里，配套照明、通讯设施10公里，逐步形成了以五金机电为主导产业的聚集区；2009年5月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五金机电产业聚集区；2011年7月升级为省级经济开发区。2009年入园企业97家，实现总产值52.6亿元，同比增长56.7﹪；实现销售收入50.5亿元，同比增长58﹪；实现工业增加值15亿元，同比增长31.6﹪；财政收入完成3.3亿元，同比增长97﹪；实现出口创汇5250万美元，同比增长45%。

为加强领导力量，南皮县委设立了城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2010年2月更名为南皮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并配备了一名专职副县级干部为主任、两名正科级干部为副主任，负责城东工业园区和乌马营工业园区的招商、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等工作；做好园区的规划、功能定位、产业导向以及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建设大园区、聚集大产业、实现大发展”的总体目标，把开发区建设作为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倾力打造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的高位平台，使园区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为全县五金机电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承载和聚集作用。一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截止2012年，南皮县五金机电企业达2000余家，从业人员6万人，固定资产总额90亿元，年营业收入达144亿元，占全县工业总收入的75%，成为全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2012年在入统企业中，五金机电产业的企业个数、主营业务收入、工业增加值、利税总额、实交税金等占制造业的比重都超过了85%；在超亿元规模企业中，五金机电产业的营业利润、利税总额、应交所得税比重均超过92%。至2012年底，销售收入超3亿元的企业4家，超亿元不足3亿元的企业4家，超5000万元不足亿元的企业15家，超1000万元不足5000万元的企业67家。其中，惠邦机电有限公司的五金冲压件生产规模在全国同行业位列第三；南风汽车设备集团的客车暖风设备生产规模在全国同行业排名前两位；中粮工程设备南皮有限公司生产的榨油机成套系列设备产品生产规模已连续15年在全国保持第一。二是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南皮五金机电产业2010年～2012年，年均实现增加值平均超过20%以上，高于全县其他产业和行业的增长速度。2012年，在国际国内市场萧条的情况下，营业收入同比仍然增长了21%。三是产业特色愈发明显。南皮县五金机电产业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上，现已达六大类、1万多个品种，拥有并生产能够满足客户群体需要的各种零配件。凡市场需要的电子五金冲压零部件都能生产，尤其以冲压拉伸件见长，部分企业实现了部件、整机生产能力。四是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全县一大批五金机电骨干企业的崛起与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产品质量，生产出了许多名优产品，在著名商标注册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中国驰名商标1个、河北省名牌产品4个、河北省著名商标5个、河北省中小企业名牌产品4个。

南皮县五金机电产业的长足发展，赢得了一系列荣誉。2007年4月，南皮被认定为“河北省五金机电特色产业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河北省级五金机电产业聚集区”，2009年被命名为“河北省级重点产业集群”，2010年被命名为“中国五金机电产品进出口基地”，2011年1月被命名为“中国五金机电产品生产基地”。从此，南皮县实现了国家级冠名的突破，大大提升了南皮的对外形象，更为南皮五金机电产业的深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南皮县职教中心原书记）

【忆昔话往】

知青生活散忆

邓志强
1975年5月17日上午，沧州市人民公园广场红旗猎猎，人头攒动。我和其他2000多名高中毕业生响应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胸带大红花，背起铺盖卷，拎着洗脸盆，告别城市，告别亲人，告别温暖的家，平生第一次坐上嘎斯大卡车，带着孩子般的天真无知和对未来朦胧的憧憬，浩浩荡荡奔赴到沧州市郊区各个农村。我们48名男女知青被安置到小王庄公社小圈大队，从此开始了我们三年多的知青岁月，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顶着高粱花子，卷着裤腿角子，推着小车子，背着筐头子，扛着锄把子，拎着单钩子、轰着毛驴子，与贫下中农一道播种、耪地、浇地、看夜、上肥、除草、割麦子、扬场、收秋，一天四出工……”。这便是39年前我们一群十六七、十七八岁城市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真实缩影。

割麦子

小圈大队也就是现在的小圈村,位于沧州市运河区北部，东临古运河，北邻沧县大圈村，沿过去叫的北吊桥西,向北穿过红庙村、北陈屯村就到，距城里不算很远。我们那时都没有自行车，往返城里都是步行，感觉路很遥远。偶尔在村民那里借辆“大铁驴”(自行车)回城里是很幸运的事。这种自行车车梁较长,车体较重，拐弯不大灵活，没有车闸,全靠前脚蹬住车前轮上方的一块厚胶皮起到刹车作用。骑在上面一般都得躬腰、撅腚，适合农村土路驮载较重的粮食、蔬菜等物品，村民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现在很难再见到。

当年小圈大队人多地少，全村600多人。有“小圈不小，大圈不大”的说法。人均大田半亩左右，运河套堤内全部种菜，约70亩,属于半蔬菜村。所栽种的蔬菜每天天不亮就要摘割、捆扎、装车，天放亮后就要送到市内定点菜组，供沧州市民凭票购买，村里人不能擅自截留。

对我们的到来,村民们起初并未表现出多大的热情。道理很简单,村民们地不够种,自己吃不饱,又平添48张嘴,争口粮的来了。但朴实善良的村民们知道我们来村里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就是大事，就是再难，也得勒紧裤腰带接纳我们。他们腾出并不宽裕的房屋给我们住，给我们起了个“新社员”的称呼,村民们不论岁数大小,在我们面前都称谓老社员。我们从老社员们的眼神中能看出来，一群娇生惯养的城市孩子,今后整天和大粪、土坷垃打交道，受得了这个罪吗？怀疑、观望、不信任是很自然的事，甚至认为一个麦秋下来我们就得自己卷铺盖卷儿走人。

老社员们的怀疑、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分不出麦苗、韭菜的娃娃青年，下乡后不到一个月就经历了夏季麦收。每天凌晨四五点还在睡梦中就被村里的大钟叫起。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麦浪，心里直犯怵。老社员们早早完成了每人十几垄麦子的收割捆扎，我们费了吃奶的劲还是被落下很远，不是割不干净，就是捆不结实，不是划破手、磨起泡，就是拉破脚，个个累得、疼得呲牙咧嘴，直不起腰。有的老社员似乎故意不帮我们，蹲在树阴下乘凉，抽地头烟，看我们的洋相。这反倒激起了我们年轻人的好胜斗志，手头快的帮助手头慢的，身体强壮的帮助身体孱弱的，相互间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温馨的眼神儿，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演绎成现实。

一个麦熟下来，我们40多个知青脸晒黑了，手上的茧子厚了，身子骨结实了，干活跟上流了。200斤重的麻袋不少男知青扛起就走，没有一个被叫疵的，老社员们对我们开始刮目相看。
学脱胚

为了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知青们在老社员们手把手的帮教下要学会使用各种农机具，干各种农活，还要学会播种除苗，脱坯扔泥抹顶子，学会农机具修造，打被套，磨油，推着几百斤重的独轮小车走平道一般。那时村里流传着“四大累”的说法，“挑河打堤，拔麦子脱坯”，是说这四种活是最累的。
    记得我们学脱坯时，看到那些庄稼老手，手脚利落，一会儿就像摆棋盘一样脱了一片。看着他们示范，从浸泥窝扒泥开始，再把泥捧入模子，捧一把水把泥在模子中摁平，轻轻一提，一块大坯就脱成了，那真是“蚂蚱蹬腿——小踢打”。而我们不是把泥扒多了，就是扒少了，脱的坯不是缺角就是少楞，要不就大小不一。累得腰酸腿疼，抬不起胳膊，也没脱下多少。经过多日的反复练习，终于个个都能脱出合格的土坯。
    大秋季节，我们与老社员同样顶着毒辣烈日，出没在闷热的棒子地、高粱地，掰棒子，搴高粱穗，劈棒子叶，捯棒子秸。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渴了捧口地沟水喝，饿了啃口凉饼子，累了抽口地头烟，大树阴凉下喘息几分钟都觉得十分惬意与满足。

随着与贫下中农朝夕相处，我们这些过去说话文绉绉、细声慢语的知青越来越“庄稼化”。头戴草帽，腰系麻绳，皂衣粗布，一脸菜色，粗声大气，墙根底下树阴下躺下就能打呼噜。不论男女见面都得先数落对方几句粗话，回到城里见到亲朋好友，张嘴也是“蚂蚱放屁——庄稼味儿”，人们感觉我们真的变成地道的庄稼汉了。

吃豆饼

70年代，物质匮乏。农村的食宿环境之差，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起初，我们没有知青集体宿舍，分散住在老社员的家里。男知青四人住一户，女知青四人住一户，一个土炕，一张草席，一个尿罐，条件好点的有个盛放粮食的水泥地套,一根灯绳顺着土炕沿系着,便于每个人半夜小解时使用，再没别的家什。

夏季来临，屋子闷热，不像现在有空调电扇。热点倒能忍受，让人受不了的是，每当大伙儿劳累一天，刚刚进入梦乡，跳蚤、蚊子、臭虫便开始跳到、爬到我们身上脸上连叮带咬，刺痒难捱。掀起枕头，撩起被单，黑压压一片，逮了这个，跑了那个，折腾半宿也逮不干净，睏得没法只能任其叮咬。昏昏沉沉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到第二天凌晨起床出工时间。三五天还能忍受，时间一长还真受不了。我听说一种粉笔状的虱子棍涂抹在身上可以防止蚊虫叮咬，便用虱子棍抹了全身，跳蚤、蚊子、臭虫是不叮咬了，第二天全身大面积过敏，眼睛肿得睁不开,浑身皮肤肿得锃亮,更遭罪了。

冬天同样好不哪去，我们住的房子虽有火炕，由于吃集体食堂不起伙，炕永远是凉的。屋里没有炉子，干一天活回来，整个人和屋子哇凉哇凉的，个个囚在被窝里“团长”一般。

我们每人每月定量15公斤粮食，棒子面、高粱面占60%。女知青都不够，何况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十天半月见不到丁点儿肉腥,粮食每月还得匀着吃，吃超了，后半月就得从家往伙房交粮食。城里同样吃定量，没谁好意思向家里张嘴要。天天半饥半饱、饥肠辘辘的。想买点儿吃的，既没钱，也没处买。

轮到我们知青在村里油坊做工，榨油时剩下的黑豆渣子榨成喂牲口的黢黑梆硬的黑豆饼，就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偶尔遇上一次榨花生油，更是欣喜若狂。每次除了我们几个在油坊干活的知青个个吃得很撑，还要藏在裤腰里偷带点出来，和要好的伙伴分享现在恐怕连牲口都不吃的黑豆饼。想想同龄人有的在工厂做工，在商店售货，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雨天淋不着，肚皮饿不着；有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谈情说爱，不时有知青伙伴偷偷躲到大树下或坐在地头沟壑边委屈得伤心落泪。

没照成的合影

尽管那时的口号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但农村医疗条件非常简陋。虽说村村都有卫生所，但基本都是一间小屋，一名赤脚医生，再加上备点治疗头疼脑热的常用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是我房东家的女儿，一位很热心的张大姐。知青不管谁生了病，都是随叫随到，医治不了的，就让我们赶紧上沧州大医院别耽误。
知青刘玉霞，一位端庄秀丽、恬静、懂事的女孩，下乡时刚刚16岁。年龄虽小，上进心强。下乡不到一年，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76年作为优秀知青代表，参加了全市知青代表大会。她到工时长、环境差、劳动强度大、一般人都不愿去的村被套厂做工。长期在浑浊、污染的空气环境下作业，从不叫苦喊累。1977年初，她身感不适，终于累倒，被检查出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现在的沧州市医院在当时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是靠输血维持，不像现在可以通过骨髓移植等先进的医疗手段治疗,也不像现在有大病医保。虽可以在市知青办和邮电局报销一些医药费，但输一次血就得花几十块钱,输了一个阶段的血不见好转。西医、中医想尽了办法，最终未能挽留住她年轻的生命。1977年6月14日,在她人生花季般的年龄，便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使我们原本打算等她出院后照张知青合影像的小小愿望成为了永久的遗憾。  

露天电影

“哈哈腔，样板戏，没有电灯凑合月亮地。”这是当时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的写照。

那时全村没有一台电视机、收音机，除了村里的大喇叭定时播放公社统一安排的政治味道浓厚的时事社论、大批判文章外，再无其它娱乐活动。知青们“高粱地里当皇上——自个哄着自个乐”，一早一晚靠吹笛子口琴、打扑克、下象棋、织毛活消磨时间，还时常参加晚间村里组织的集体学报读报、批斗会。

每逢邻村北陈屯晚间在麦场上放电影，我们都会像过年一样兴奋，早早结伴跑去占个好点儿的位置。等到电影播放时，四邻八村的人早把麦场挤得严严实实。记得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让全场人哭鼻子抹泪。那时的影片主要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老三战”，革命样板戏以及《青松岭》、《战洪图》、《金光大道》、《艳阳天》、《春苗》等。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百看不厌。多少年过去，一曲亢奋激昂的“啊，朋友再见”，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挣工分

我们那时完全凭借自己的劳动业绩、能力与老社员一样挣工分，绝无靠拉关系、走后门不干活挣工分的。每天都由专门记工员对每个人出工情况逐人登记。每个人都是先干完仨月，全村百姓分成四大组，对每个人前仨月的劳动业绩及出勤天数综合评价打分，四组打分相加再平均后的分值就是每个人前仨月的日工分。包括大队干部在内的所有人的工分完全由全体村民说了算，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多劳多得原则。你只要有一天出工不出力、吊儿郎当就可能影响三个月的工分。我第一次参加评工分直到离开村里，每次都是8.5分，是知青中最高的。工值每季度不等，平均0.65元左右，仗着村里的几摊副业常年有活儿，不然会更低，这在四邻村里还属于中游偏上水平。听说不少村子一天挣十分工只有两三毛钱，甚至有的才几分钱。当时，我干一天庄稼活儿，可得到五毛钱左右的劳动报酬，扣除我一年的口粮、分得的大白菜等款项，还略有结余。后来得知大队领导给我们知青设定的最高分值是8.5分。

最能发挥知青作用的时候就是年终分红，每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了业余会计。每天要加班加点帮助队里的会计算账，及时把粮款分到社员手中，让他们过个快乐年。算账来不得半点马虎，差了一分工分就会有社员找到我们的头上，那可是他们最看重的口粮。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格外风光，老社员们也会对我们知青投来羡慕的目光。
白线衣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青大都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那时年轻人搞对象不像现在大大方方，不避讳，很少有自由恋爱的，即便有胆大的自己搞对象，也都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暗地里通过各种方式相互传递爱的信号。我们40多位男女知青，最终仅有两对心心相印，喜结连理。
我那时在村里的头衔不少，知青排长、民兵连副连长、大队兼职会计、医务室会计、图书管理员、枪支保管员……整天除了干活，业余时间忙于兼职的差事，既没时间也从没敢想过自己搞对象。由于平时对人都是一脸的严肃，从没有感觉出哪位女性对自己示好。偶尔单独与女知青或村里的年轻女性在一起，说话都脸红。没想到的是，在临近参军前的某一天，我在窗台晾晒的鞋窠里发现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白纸包，打开发现竟是一个用白线钩织的很精美的衣领，用现在的话说，被暗恋了。当时不知是激动还是被吓着了，心里“咚咚”直跳。扔不敢扔，放不敢放，只得藏在了箱子的最底层，直到参军离开村子也没敢声张。多年后我恍然想起，这位悄悄暗送秋波、送我白线衣领的大姐，恐怕也很懊悔，那张包裹着衣领的白纸上竟没有一个字。真是枉费了这位不知姓名的大姐的一片痴心，想道声谢，都不知道谢谁，大概永远是个谜了。  
深厚感情

1976年2月临近春节的一天夜晚，我和几位知青帮助大队做年终分红的统计核算，我靠火墙最近，中了煤气却浑然不知。别人都走后，出门被冷风一吹，我便开始出现煤气中毒反映，走路像踩棉花套子似的，走上白菜堆也不知道,险些掉进猪圈。跌跌撞撞回宿舍的路上晕倒在大路中间昏睡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被冻醒后爬回宿舍。那时村里没有路灯，幸好是后半夜，没有牲口大车路过。第二天一早房东大娘见我的宿舍门始终紧闭，隔着窗户发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脸色苍白，拨开门方知我中了煤气。一家老少忙前忙后地照顾了我一天，直到我缓过神儿来。
    三年里，我始终在房东张大爷家的三间空闲土坯房居住,王跃进、李军、高占跃三个伙伴早早搬进了知青集体宿舍。我住的房子与房东张大爷的家紧挨着，在村西北角，村里唯一的水井在村东南角，挑一担水往返就得2里多地。我时常利用收工后的闲空，帮助张大爷把家里的大水缸挑满。逢年过节,房东一家改善伙食都会惦记着我,把我视为家中一员。记得我几次感冒发高烧，房东大娘都是一大碗热汤面裹着一个荷包蛋端到我眼前，直到看着我落汗、睡好才离去，至今念念不忘。

证明材料
1977年有了知青选调回城的政策，这是我们几十名知青梦寐以求的事。第一批分给我们大队的名额只有两个。大队干部和村民们推举了我和在养猪场做工的知青张树燕。那时戴红领章、红帽徽，参军保家卫国是我第一追求，但政策规定知青下乡不够三年不允许当兵。为了圆当兵梦想，我把名额让给了知青中年龄最大、家庭条件最差的女知青辛艳东大姐。我和村里其他新老社员9人在第二年的3月份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绿军装。

大队干部们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没能在我离开村里之前解决我的入党问题，以大队党支部名义给部队领导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请求部队领导见到这份材料后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哪知部队领导压根儿没把这证明材料当回事，并未因为有这一纸证明材料而对我另眼相看。但薄薄一纸印证了村里百姓对我在小圈村三年的认可。这份证明材料，至今还躺在我的档案里。

见证辉煌

39年过去了，小圈村在老书记陈好路等几任班子的带领下，借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政策，跑资金，聘能人，上项目，创效益，扩大公共积累。村容村貌、村民们的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村早早结束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套牲口，轰大车，敲钟出工的时代。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成为驾驭现代化企业的经理、老板；昔日的土坯房变成家家户户可抗御八级地震的二层别墅群。村民们的生活福利待遇早已不逊于城里，成为全省第一批小康村、省级“美丽乡村”。我国的风云一、二号气象卫星，秦山核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都使用了小圈村的产品。奖状奖杯锦旗证书堆满屋子，省内外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老书记陈好路1978年底搭班子直到他2005年2月22日与世长辞的26年里，村支委成员没有调整过一个人，平均年龄60多岁，村班子成员没有聚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次酒，锦旗奖状没有悬挂过一次……在老书记陈好路出殡的那一天，我看见了山似的花圈，看见了延绵数百米送葬的人群，发自肺腑的恸哭声感天动地，震撼心灵。我常想，这样的班子，这样焦裕禄式的带头人，就是让人敬佩。我为人生中与这样的人群曾经摸爬滚打,相濡以沫三年，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荣耀。

每每说及或回到村里，老知青们都会为之自豪，浮想联翩。那些曾经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挥之不去，沉淀在心。也许有人把当年的苦难作为一辈子不堪回忆却又难以忘怀的事，但我们更多的人把那份经历当成一份人生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宝贵财富，受用无穷。
(作者系河北省邮政公司沧州市分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

【信息窗】

△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旧址被评为“河北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近日，位于泊头市区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旧址被河北省委命名为第二批“河北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这是我市第二家“河北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华北局城工部1948年2月迁至泊头，12月离开。虽然在泊头时间较短，但在中共党史上地位重要。它为北平天津的解放、护送著名爱国人士等做出了特殊贡献。为充分发挥其宣传教育作用，在省、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指导下，进行了重新布展，充实了图片100余张，文字近万字，展出实物25件。旧址目前保存完整、整洁明亮，自去年6月试展以来累计参观人数超过1万人。

△ 《鉴政沧州》获沧州市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近日，由我室编辑、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鉴政沧州》（第一、二卷）荣获沧州市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这是继《鉴政沧州》内刊荣获全国党史部门党史优秀成果奖资政成果类三等奖之后又一殊荣。《鉴政沧州》自创刊以来，深受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与厚爱，尤其是今年刊发了大量群众路线系列文章之后，好评如潮，对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报：中央党史研究室，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沧州军分区领导

发：各县（市、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县（市、区）长、政协主席、武装部、县（市、区）委分管领导、党史研究室，市直各单位，大中专院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级离退休老干部

送：省内各市委党史研究室，省外有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华北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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